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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产业新区空间发展的特征及启示 

——基于武汉市的实证研究 

崔秉亮 夏南凯
1
 

【摘 要】：源自开发区以产业发展为核心目标的城市产业新区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新区的主干组成部分。

在对武汉市三个典型产业新区的城市用地发展进行了全面梳理和数据分析后发现:城市产业新区中的城市用地发展

总体可归纳为两类功能空间的独立发展,其生产空间的发展由新区自身发展所主导,而生活空间的发展则实际是由

新区所处城市地域的城市功能发展所主导,两者在发展中并不存在着相互关联。基于研究发现,进一步提出引导城市

产业新区走向“产城融合”发展路径的政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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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各级城市都涌现出了大量的城市新区。根据 2011年的统计，我国地级市及以上

城市中的新区有 81.91%都是开发区型（朱孟珏，等，2013a）。而根据 2018年的数据，我国副省级及以上城市中的新区有 72.41%

都是开发区 1。因此，我国城市新区中的主干实际是由开发区发展而来以产业发展为核心目标的城市产业新区。这与西方城市化

进程中的新城、新区发展（张捷，等，2005）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因产兴城”是这些城市产业新区的总体发展路径。经过近 40

年的发展，这些城市产业新区的影响和内涵已经远远超越了早期的开发区概念，在城市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前，多数

城市产业新区正处于向“产城融合”发展目标（李文彬，等，2012；石忆邵，等，2016；黄建中，等，2017）迈进的关键期，其

顺利发展对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稳步推进具有重大意义。 

源自开发区发展体系以产业发展为核心目标的城市产业新区，本质上是通过其差异化的制度供给以实现城市局部区域中产

业、经济和城市空间的快速发展。这与其他城市空间发展单元存在着明显不同。学界从其制度（厉无畏，等，2004；钟芳，2007；

雷霞，2009）、产业（李耀尧，2011；蔡宇飞，2013）和用地空间发展等方面对这一相对独特的城市空间发展单元进行了大量的

研究。其中对于城市产业新区的用地空间发展，早期的研究主要关注于开发区的土地蔓延、用地发展效率以及与主城区相隔离的

“飞地”问题（鲍克，2002；王兴平，等，2003；皮黔生，等，2004；栾峰，等，2007；张艳，2008）；而 2010年以后则主要从

城市规划的范式视角出发，通过与城市用地指标或与综合性新区指标的比对，分析各城市产业新区用地空间发展的不足，由此提

出新区“产城融合”发展策略的建议（袁国新，等，2010；王兴平，等，2011；杨浩，等，2013；饶传坤，等，2015）。这些研

究为认识城市产业新区及其发展历程提供了丰富而详实的总体认知。但对于城市产业新区的空间发展，目前还缺乏较明晰的实

证研究认识。即，城市产业新区的用地空间发展究竟具有怎样的特征，是否存在一定的内在逻辑。 

由于发展体制和核心目标的特殊性，既有相关理论难以对城市产业新区的用地空间发展进行解释与分析。其中，城市产业新

区的土地出让受到其独特政策与制度、产业项目招商与投资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导致其土地市场结构与周边城市空间区域不

尽相同，因而土地竞租理论基本无法分析与解释其城市功能用地的空间发展。其次，开发区一直是以产业发展为其核心目标与职

能，进入到新区阶段后也始终没有改变，因而既有城市新区乃至城市空间等方面的各类理论、模型在分析其发展时都缺乏切实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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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性。由此也可以发现，直接套用既有理论思路以及相应的用地指标体系能否有效地引导城市产业新区走向“产城融合”，显然

存在着疑问。而就产业区来看，相关产业空间发展的理论主要关注于产业区的区位、企业类型、政策以及文化特征等对其产业发

展的作用（MarkusenA,1996;AminA,1999），对产业区自身的用地空间发展则鲜有关注。因此，既有相关理论对分析与研究城市产

业新区的用地空间发展总体并不适用。 

综合以上，本研究选择从城市产业新区的实践发展历程入手，基于典型案例的实证分析与数据发掘，归纳并解析其城市用地

空间发展的总体特征和内在逻辑，由此进一步提出引导其走向“产城融合”发展路径的政策思考。 

1 研究数据与方法 

1.1研究案例 

根据研究目标，本研究选择武汉市的三个产业新区作为实证研究案例。武汉市的产业新区总体从 1990年代初城市边缘的两

个小型工业园区起步，经过近 30 年的发展已形成了主城区外围的三个大型产业新区（图 1）。其中，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于

1991年成立，是我国最早设立的高新技术开发区之一；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设立于 1993年，是我国第二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

区之一；而武汉临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则是通过“政区合一”于 2011 年由东西湖区整体升级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2。根据

1990—2016 年的土地出让数据，27 年中武汉市约有 40%以上的新增城市用地都处于这三个新区中，三者均是武汉市城市空间外

拓的主力空间单元。无论是从城市整体发展层面还是各新区的自身发展状况来看，这三个产业新区都具典型代表性。 

 

图 1武汉市产业新区空间发展概况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1.2研究数据 

本研究所收集的城市用地发展历时数据总体可分为两类。截面性用地空间分布数据主要来自于三个新区各发展时段所编制

城市规划中的用地现状图，主要以城市总体（分区）规划为主，时间纵向上覆盖了三个产业新区从创立到 2016 年的发展时段。

连续性用地增长数据主要来自于三个新区 2006—2016年的“已批已供”供地数据。由于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在创立时处于主

城区边缘，武汉市早期的用地发展相关研究中涵盖有其 2000—2005年的供地数据（冯艳，2007；张毅，2010；黄亚平，等，2011），

因而可将其数据进一步前推到了 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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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地数据为土地管理口径的分类标准，分为工矿仓储用地、交通运输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住宅用地、商服用地、

其他用地等六个类别。其中，其他用地在各新区的供地数据中几乎为零，因而予以略去。由于城市规划的用地分类更细，而土地

管理的这五种用地分类已能较清晰地反映出产业新区中的主要城市功能发展。因此，研究中将用地数据统一转换为土地管理口

径。 

将三个新区供地数据逐年叠加各阶段的城规现状数据后发现，两者的数值基本吻合。通过顺时序和逆时序两个方向交叉校

核后发现三个新区两类数据的总体吻合度为：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 95.27%，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 95.32%，武汉临空港经济技

术开发区 94.40%。由于三个新区的逐年供地数据在当年的开工率均达到了 70%以上，次年累计开工率为 95%以上。因此，连续性

的供地数据具有客观反映各新区城市用地逐年发展动态的能力。 

1.3研究方法 

根据研究数据，实证分析中可通过两条研究路径来最大限度地发掘产业新区城市用地空间发展的特征与内在逻辑。首先，基

于用地现状图，研究采用城市规划实践中的传统分析方法，提取并串联各发展阶段新区城市用地的空间分布和结构形态特征，以

形成对产业新区用地空间发展总体特征的认知。其次，由于城市产业新区发展中的各项作用因素必然会蕴含于其城市用地的连

续发展数据中。因而，研究通过深入分析各新区的供地数据以发掘其用地空间发展的内在结构特征，并进一步解析其内在逻辑。 

从数据结构的属性来看，各种类型的城市用地本质上是一个多变量集合。连续性供地数据中既可能含有城市用地发展的整

体内在结构信息，也可能含有各类用地两两之间的关联信息。因此，根据数据分析方法的内在逻辑与算法的相容性，数据分析中

先采用因子分析来发掘各新区城市用地增量数据集的内在数据结构，根据整体数据结构再进一步对各类城市用地发展之间的时

序关联进行分析。 

在众多数据分析方法中，因子分析主要用于探索多变量数据集的潜在结构，目前广泛应用于各学科研究邻域 3，并包含有多

种分析模型和算法（KhattreeR，等，2000;JohnsonR，等，2014;SAS Institute,2016）。由于本研究的目的是发掘产业新区用地

发展中客观存在的数据结构，主要是计量分析而非统计推断。因此，研究中选取主成分算法的因子分析（式 1）。同时，由于城

市产业新区通常是由小型产业园区逐步成长而来，受管辖区域调整以及相应的可建设用地指标的影响，其城市用地增长值具有

较大的阶段性数值差异。如果直接采用逐年用地增量值进行分析会对各类城市用地发展间关联形态的识别造成信息干扰。因此，

研究中选取各类城市用地逐年增量值在其当年增量总值中的占比作为因子分析和时序关联分析中的分析变量。 

 

Z为产业新区中各类城市用地的增量占比变量集；F为潜在因子变量集；L为因子荷载矩阵；ϵ为残差矩阵。 

2 实证研究发现 

2.1产业新区用地空间生长的总体特征 

基于产业新区各发展时期用地现状的分析，研究发现城市产业新区的用地空间生长具有基本一致的总体特征。 

2.1.1由单一工业园区逐步迈向大型产业新区的发展路径 

尽管三个产业新区的缘起、空间区位和发展历程各不相同，但其发展总体都是由单一且孤立的小型工业园区逐步成长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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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综合且体量巨大的城市产业新区。 

其中，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从武昌主城区边缘不到 30km²的工业园，经过 5次扩区，发展成为了跨越武汉市三个建设强度

梯度圈、辖区达 518km²、已建设用地近 100km²的大型产业新区（图 2）。由于 2000 年扩区时将大量与开发区建设关联不大的已

建设区域纳入到了辖区中，因而其后的扩区中一直是不断将西部的部分已建设区域划出，并向东部未建设区域拓展，以保障充足

的用地发展空间。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起步于选址在汉阳郊区的二汽总装厂，经过4次扩区，同样也发展成为跨越三个梯度圈、辖区达489.7km²、

已建设用地近 100km²的大型产业新区（图 3）。虽然一直是单纯的增量拓区，但由于 2006 年扩区时所拓展的军山组团地形非常

复杂，且 2014年合并的汉南区中除纱帽组团外基本都被武汉市长江段上游的分蓄洪区所覆盖。因此，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 2006

年以后的用地发展一直较为受限。 

与传统的开发区发展历程不同，武汉临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是通过“政区合一”由东西湖区整体升级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

发区，其辖区一直保持稳定。作为毗邻汉口主城区的外围城市分区，东西湖区的用地空间发展一直由与主城互动的东部狭长地带

和区内自身市级小型工业园两部分所组成。2011 年升级为国家级开发区后其内部产业园区迅猛发展，5 年左右就已成为了武汉

市的第 3大产业新区，并一直保持着强劲的增长趋势（图 4）。 

 

图 2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发展历程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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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历程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2.1.2多中心网络状组团结构的用地空间生长构架 

从城市产业新区的用地空间生长过程来看，虽然各新区所处的区位和自然环境条件具有较大差异，但多中心网络状组团结

构是其较为明晰和一致的用地空间生长构架（图 5、图 6、图 7）。在发展中，产业新区的城市用地均沿着其所在区域的城市主干

道连片生长，只有遇到了大山、大水等自然环境阻隔时才会改变生长方向，其用地组团结构本质上都是由区内自然环境的阻隔和

大型交通设施的分割所致。随着用地生长，新区各组团的内部均形成了以城市公共服务、商业和居住用地为主体的组团中心。并

且研究中还发现，各新区中用地发展与城市规划不一致的少数情况基本都出现在其规划用地布局与该生长构架不相符的地方。 

 

图 4武汉临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历程 

2.1.3基于公共服务设施服务半径生长的组团中心 

对三个产业新区中各组团中心间的空间距离测量后发现，无论是原有中心的进一步发展（鲁巷中心、纱帽中心、金银湖中心、

吴家山中心），或是按照城市规划布局所形成（光谷中心、未来城中心、沌口中心），还是随着发展自然形成的中心（流芳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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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山中心、常福中心、走马岭中心），其间距基本都在 10km左右 4。并且，越靠近主城区间距越小，反之亦然。这些组团中心在

各新区所处城市地域中形成了具有一定等级和能级差别的城市公共服务网络 5。因而，各产业新区组团中心的本质是城市公共服

务与设施按照服务半径在新区内的逐级生长，并由此吸引了新区生活性用地的空间聚集。 

 

图 5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城市用地空间生长构架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图 6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市用地空间生长构架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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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武汉临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市用地空间生长构架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2.2产业新区用地增长的内在数据结构 

对供地数据分析后发现，三个产业新区用地增长数据的集中度都非常高，但三者的内在数据结构完全不同。 

2.2.1完全独立的“2因子”结构 

根据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增量用地占比数据集相关系数矩阵的分解，其 2个因子的特征值都远大于 1，可以解释 5个用地

变量 86.47%的总体发展特征。采用 Promax 法（SASInstitute,2016）对数据空间进行斜交旋转后，分离出了非常明晰的因子结

构。根据因子分数的统计分析，两个因子间的相关系数只有-0.04，且显著性为 0.869。这表明存在着两个完全独立的发展因素

主导着新区 5类城市用地的总体发展。 

根据因子主成分变量间的时序关联分析，因子 1 中的商服用地是由于新区各发展阶段用地增长重心的迁移而导致与工业用

地的发展呈负相关，这两类用地发展间并不存在相互作用关联；而公服用地与工业用地间的负相关则是由两者发展中的时序差

所引起，分析显示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工业用地增长具有拉动其科研办公用地（公服用地）增长的作用。因子 2中的交通用

地与住宅用地间的负相关同样是由时序差所引起，根据分析可以确定 2008年后新区交通用地的发展明显促进了其住宅用地的增

长。 

2.2.2“3因子”正交结构 

根据相关系数矩阵的分解，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增长中存在着 3 个主导因子，3 个因子可以解释 87.04%的用地增长特

征发展。但在分析中无论采用怎样的数据空间旋转方法，都无法将住宅和商服用地从因子 1 和因子 3 中分离开。在 3 因子正交

结构中，工业用地是因子 1 的绝对主成分变量，住宅和商服用地是次要成分变量；而在因子 3 中住宅和商服用地则是较为明晰

的主成分变量。细致梳理后发现，由于新区 2006年以后的用地增长受限，其每个管辖区域发展周期内采用的都是优先保障工业

用地供给的“先生产，后生活”供地模式，由此导致了因子 1中工业用地与住宅、商服用地的负相关。因此，新区住宅和商服用

地的增长同时受到两个不关联的因素影响，因子 1是新区的供地模式而因子 3则需进一步分析。3因子正交结构表明，存在三个

完全独立的发展因素分别主导着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 5类城市用地的总体发展。 

根据时序关联分析，因子 2 中的交通用地的发展对新区公服用地的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因子 3 中住宅用地和商服用地间所

呈现的轻微负相关是由于 2013年商服用地的异常增长占比所导致，两者实际呈协同增长形态。 



 

 8 

2.2.3基本独立的“2因子”结构 

武汉临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增长中 2个因子可以概括其 75.88%的数据信息。通过 PROMAX方法所生成的 2因子斜交模型

能够非常清晰地分离出各因子的主成分变量。根据因子分数的统计分析，两个因子间的相关系数为 0.22，且显著性为 0.52。这

表明存在着两个基本独立的发展因素主导着新区 5类城市用地的总体发展。 

根据因子 1 主成分变量间的时序关联分析，新区工业和公服用地的发展对其交通用地产生了强烈的拉动作用，并且工业用

地发展对新区科研办公用地（公服用地）增长同样具有推动作用。而根据因子 2主成分变量的时序关联分析，新区中商服用地和

住宅用地间并不存在着明确的相互作用关联，两者在因子模型中的负相关是由新区阶段性用地开发重心的转移所导致。 

2.3产业新区用地空间生长的内在逻辑 

根据因子结构，研究进一步将三个产业新区各用地增长因子在空间上分离以解析其空间发展内涵。分析发现，三者完全不同

的内在数据结构所反映的却是完全一致的内在发展逻辑，即，产业新区的用地发展总体是由生产和生活两个相互独立的用地空

间生长过程所组成。 

 

图 8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用地增长因子 1的空间分布 7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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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增长因子 1的空间分布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图 10武汉临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增长因子 1的空间分布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2.3.1由产业新区自身发展所主导的产业空间生长 

三个新区用地增长因子结构中最高特征值因子所反映的都是其产业用地的空间生长过程。 

其中，从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因子 1 的空间分布中可以看到，其公服用地与工业用地在各园区中总体呈现为镶嵌咬合形

态（图 8）。由于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中增长的公服用地主要是产业园中的科研、办公用地，并且根据时序分析工业用地的发

展对其公服用地的开发具有促进作用。因而作为新区产业发展用地中的主导，其工业用地和公服用地是随着新区自身产业的发

展而成片开发。而新区中的商业用地大部分集中在前期发展中的鲁巷中心附近，其它少量商业用地则基本集聚在各个组团中心。

根据时序分析，商业用地的发展与工业和公服用地实际并不关联，实质是随着新区管辖区域的逐步拓展而跳跃生长。因此，因子

1所反映的主要是新区产业用地随着新区不断拓展而逐步生长的过程。 

其次，将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因子 1中的次要成分变量分离后可以看到（图 9），新区工业用地大部分连片分布在 2006年以

前的发展范围内，小部分集中在 2014年合并的汉南区纱帽组团内，军山组团受地形条件限制基本没有工业用地，而新区外部的

常福与金口区域则在其辐射带动下出现了大片的工业用地增长。因此，因子 1 所反映的同样也是随着新区不断拓展其产业用地

逐步生长的过程。 

最后，可以看到武汉临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因子 1中公服用地的空间分布分为了两部分（图 10）：位于东部狭长地带中的主

要是体育和医疗等市级大型公共服务项目，基本在 2006年以前已落成；位于西侧新区腹地与工业用地镶嵌布局的主要是各产业

园中的办公与研发用地，基本是 2006年以后的建设。根据时序分析，2006—2016年新区工业用地的发展对公服用地的增长具有

促进作用，并且这两类用地都对新区道路的建设产生了强烈需求。因此，因子 1所反映的主要是武汉临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内部

产业用地的空间发展过程。 

2.3.2由产业新区所处地域城市功能发展所主导的生活空间生长 

尽管由于各自源起状况不同而导致其发展存在着一定差别，但三个新区用地增长因子结构中次级特征值因子所反映的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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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区生活性用地的空间生长过程。 

首先，从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因子 2 的空间分布可以看到，新区中的住宅用地呈现出两种空间分布形态（图 11）。其中，

大部分的住宅用地连片分布在新区前期发展中环南湖沿岸和鲁巷中心区域，小部分的住宅用地则主要集聚在新区后期发展中所

形成的各个组团中心附近。由于新区交通用地的发展对住宅用地的增长具有明显促进作用，而该区域一直是武昌片区居住功能

东扩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用地增长因子 2 所反映的实质是城市居住功能随着新区道路不断东拓而向

外延展的空间生长过程。 

其次，从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因子 3的空间分布可以看到，其住宅用地大部分都处于沌口区域，与新区外部的住宅用地一同

环绕着后官湖串联成汉阳主城区外围的大型居住片区，其它少量的住宅用地主要集中于纱帽中心，散布其中的商业用地则主要

是为居住区服务的超市和商场（图 12）。由于沌口至后官湖区域一直是汉阳片区城市居住功能外拓的重要组成部分，纱帽中心也

一直是汉南区的居住聚集地。因此，因子 3 反映的实质上是汉阳片区整体城市居住功能的南拓过程。而从因子 2 的空间分布中

可以看到，新区中的公服用地主要集中在沌口中心至常福中心的带状区域内，小部分位于纱帽中心（图 13）。由于新区中的公服

用地主要是大专院校、医院、体育场馆等市级公共服务设施。并且根据时序关联分析，新区交通用地的发展对公服用地的增长具

有明显推动作用。因此，因子 2所反映是市级公共服务设施随着城市道路网的完善在新区中的拓展。 

 

图 11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用地增长因子 2的空间分布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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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增长因子 3的空间分布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图 13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增长因子 2的空间分布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一方面，从两个因子各自主成分用地的性质来看，这两个因子本质上所反映的都是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生活空间的生长过

程。另一方面，由于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在汉阳远郊的未建设区域独立发展而来，其市级的沌口次中心的形成主要依靠发展政

策和历次总体规划的扶植与引导。而正交化的因子结构则表明在用地空间实践发展过程中，这实质也是一个独立的发展过程。 

 

图 14武汉临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增长因子 2的空间分布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最后，从图 14中可以看到武汉临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因子 2中的住宅和商服用地总体聚集在新区东部与汉口主城区相邻的

区域。由于该区域一直是汉口主城区城市居住及大型商业服务项目外迁的主干区域。因而，因子 2所反映的也正是该用地空间发

展的独立过程。 

3 结论及启示 

3.1城市产业新区功能空间的生长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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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研究可以发现，多中心网络状组团结构的用地空间生长构架是产业新区用地空间发展的外在表征，而增量用地因子

结构反映的则是产业新区用地空间发展的内在逻辑。综合归纳两条研究路径的实证研究发现可形成城市产业新区功能空间生长

构架的总结（图 15）。 

产业新区城市用地的空间生长构架总体可以归纳为生活与生产两类功能用地的生长：产业新区的住宅用地均围绕着城市服

务设施和商业用地形成了新区生活功能的空间聚集，并按照城市服务设施的服务半径在新区中跳跃生长；在生活空间的外围，产

业新区的工业和科研办公等产业用地则沿着城市主干道形成新区生产功能的连续生长。受到自然环境阻隔和大型交通设施的分

割最终形成其用地空间生长的组团式结构。 

产业新区城市用地增长的内在数据结构表明新区的生活功能和生产功能实质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空间生长过程：新区生产空

间的生长由新区自身发展所主导；而新区生活空间本质上是新区所处地域的城市功能向新区内部的延伸与跳跃。两者在发展中

并不存在相互关联。 

 

图 15城市产业新区功能空间生长构架示意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3.2“产城融合”发展引导的政策启示 

虽然“产城融合”是当前多数城市产业新区的既定发展目标。但从本文研究中可以看到，分别代表产业新区“产”与“城”

的生产与生活空间在实践发展中实质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发展进程。单就产业新区自身发展来看，两者更像是“拼合”而非“融

合”。结合本文的研究发现，要推进城市产业新区顺利走向“产城融合”，至少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强化发展政策的引导。 

一方面，由于城市产业新区中的生活空间实质是由其所处城市地域的城市功能生长所主导。因此，引导城市产业新区发展

时，应从其所处地域乃至整个城市的发展角度来分析和配置新区各项城市服务和用地，并按照其空间生长构架进行规划布局，以

完善新区“城”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目前城市产业新区中的居住建设基本都是市场化的房地产开发。无论是从多数城市产业

新区的发展状况还是从产业新区职住平衡等相关研究中（郑国，2007；袁新国，等，2011；王兴平，等，2018）都会发现，当前

城市产业新区中的生活人群多数其实并不是其产业人员。这应是其生产与生活性用地在实际发展数据中完全无关联的主要原因

之一。因此，要真正实现产业新区的“产城融合”，除了关注新区城市功能的发育与完善外，更应关注新区“人”的融合。在城

市产业新区的未来发展中应积极引入公租房、廉租房等政策措施保障新区产业工人和务工人员的生活需求，通过“看得见的手”

引导和促进新区生产与生活的融合，提升新区社会经济发展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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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复函》国办函[2010]167 号),但该政策发挥作用的时间实际应是 2011 年,因此本研究中以 2011 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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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许学强,等,1989;李云,等,2005;付磊,等,2008;袁媛,等,2008),但在城市用地发展分析中鲜有应用。 

4 对武汉市都市区范围的各中心进行分析后,发现其空间距离都在 10km 左右,而主城区范围内的中心则基本在 5-7km 间距。

并且,根据朱孟珏等(2013b)对全国 879 个城市新区与主城距离的研究,袁新国等(2011)和王兴平等(2011)对长三角 16 个城市的

36个国家级开发区与主城距离的研究以及通勤距离调查,10km左右的距离在我国城市产业新区中具有一定普遍性。 

5其中,鲁巷中心和沌口中心都已是市级次中心。 

6本研究采用数据降维的因子选取标准,按照特征值大于 1进行因子选择。其数理内涵是,所选取的每个因子至少可以概括一

个以上的变量数据特征(Khattree R,等,2000;Johnson R,等,2014)。因子变量的选取标准按照因子荷载(因子结构)绝对值大于

0.7 进行选择。其数理内涵是,当因子荷载的绝对值大于 0.7 时,该因子可以解释原始变量方差的 50%以上,即,R2大于 0.5。这意

味着该潜在因素对原始变量的发展具有主导作用。 

7 为减小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前期管辖区域中众多高校对分析的影响,图中将 2000 年以前就已存在的高校区的颜色弱化,

并将 2000年以后新建学校的颜色稍微提亮,以便区分。 


